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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土的問題：文化研究「建制」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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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和天才比，當然是不足齒數的，然而不是堅
苦卓絕者，也怕不容易做；不過事在人為，比空
等天賦的天才有把握。這一點，是泥土的偉大的
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

（魯迅［1924］，〈未有天才之前〉）

差不多十年前，王曉明老師在《文化研究的三道難題：以上海大學文

化研究系為例》中，將如何在現有體制內開闢空間、保持活力，向其借力

而不被其收編，列為在中國大陸開展文化研究的第一道難題。這是因為，

雖「反體制是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場之一」，但集權統治之下體制對於資源

的高度壟斷、大學在支配性文化生產機制中的核心位置等現實條件，構成

了中國大陸文化研究在學院內建制的必要性。1 

在「硬著頭皮擠入現行大學體制」十多年後，再來思考這道難題，便

會發現，社會整體狀況的急遽轉變、大學體制的變革和文化研究開展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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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狀況，已經為這道難題增加了新的條件、限定和補充說明，難題的重心

也有所轉移。至此，考察體制在當代社會語境中的準確位置和實際狀態，

捕捉反其道而行之的可能與策略，進一步思考文化研究與大學體制之間的

關係，促其更深入地在地化，在吸納歐美理論之外形成新的動力裝置，也

就變得格外重要。

一、變化後的現實條件

粗略說來，圍繞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的建制問題，現實條件的變化在於

這樣幾個方面：

首先，是大學體制的日趨固化和善變。表面看來，固化和善變是彼此

矛盾的狀態，但就大學體制十多年來的轉變而言，卻形成了一體兩面、齊

頭並進的態勢。

2003年，北京大學率先以數量化和核心期刊(SSCI, CSSCI)為導向的學

術評鑒和聘任制度實施改革。儘管這樣的方式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爭議，2

但整個大學體制—無論是教學改革還是科研管理，圍繞這兩個標準日益

固化的趨勢，並未改變。此後，中央、地方乃至大學自身，不斷出臺各種

政策措施，處理由改革帶來的新問題。3但總體而言，單一的評價標準不改

2 部分討論文章收入了甘陽、李猛編的《中國大學改革之道》（2004，世紀出版
集團）。事後看來，圍繞北大教改展開的這場大辯論，也是最後一次中國大陸學
界不同思想立場的人文知識分子，就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集體發言，形成爭議，
並引發社會關注。遺憾的是，這些言論對大學改革本身並沒有形成太大影響。

3 這些問題包括：重視科研而忽視教學，強調數量而忽略質量，教育資源過於集
中於部分大學等等。2012年，上海市教委下達《關於開展本市本科高校骨幹教
師激勵計劃試點工作的通知》，增設針對本科的教師坐班答疑和晚自習輔導制
度；2016年6月，教育部官網宣佈，對新時期高等教育做出新部署，「985」、
「211」工程以及重點、優勢學科建設等相關文件失效，統一納入「雙一流」
（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2019年2月，「翟天臨事件」後，教育部
發佈《關於進一步規範和加強研究生培養管理的通知》（http ://www.mo e.g ov.
cn/srcsite/A22/moe_826/201904/t20190412_377698.html 2019/06/11瀏覽）。
2019年6月11日，中辦、國辦印發《關於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
建設的意見》（http://kjj.jyg.gov.cn/kjg l/kjjh/201906/t20190612_466918.html ，
2019/06/19瀏覽），旨在整頓學界不正之風、強調科研誠信。從這些意見的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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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4這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措施，讓大學在固化的方向上越陷越深。

同時，這一唯數量和核心期刊馬首是瞻的制度改革，進一步弱化和掏

空了本來就不怎麼強健的學術共同體，導致大學體制不得不越來越善變。當

大學忙於應付各類偏於形式的檢查，行政部門以連坐／扣錢／解聘之法懲

治教師，以放棄大學的獨立品格、無視教師的個人尊嚴為代價，換取各類

好看數據5的時候，也就很難想象，還有什麼樣的力量，可以阻止大學的各

個層級，將自身利益—首先是政績好壞、仕途升遷，其次是「免責」與

「懶政」—擺在教書育人和生產新知的公共職能之前。朝令夕改之事，

變得稀松平常。於是，在量化指標的強光之下，大學體制一方面正變得越

發固化僵硬，另一方面，卻也因放棄了教育的基本原則而不斷改弦更張。6 

其次，當大學體制發生上述變化之時，體制中的學科和研究者的狀況

也在變化。在〈中國社會科學「知青時代」的終結〉中，項飈通過勾勒知

青一代學者的學術踐行，提出了對學術規範化之後學界中人的擔憂：

雖然公務員和體制內學者在2 0 1 4年以後都反對1 9 9 0年代末以來
的「維穩」政策，但是他們歸根到底是要維穩的。維穩是其最大
利益所在。在課題選題、工作方法上「唯上」，心中的目的是要   
「維穩」。7 

頻出台和事無巨細中，可以一窺當前學界風氣之惡劣和問題之嚴重。

4　早在1 9 9 0年代，雷丁斯便指出了其中的關鍵所在：即一旦使用量化考核的標
準，就意味著評價學術的權力勢必為行政部門所掌握。參見：Bil l Reading s（比
爾·雷丁斯），郭軍等譯。2008(1997)。《廢墟上的大學》(Th e Univ e r s i t y  i n 
Ruins)，頁30、3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5 在這裡，數據的好看不光是指科研發表和項目經費的數量多少，更重要的是畢
業率、就業率、考研率、國際生比例、獲獎和保研比率等一系列大學考核指標
的高低。

6 長期以來，在鄉村社會的研究中，人們特別關注中國社會中官僚體制自身的變
化。比如，歐博文、李連江在《中國鄉村中的選擇性政策執行》便討論了這一
變化，指出「一種選擇性的政策執行的模式已經在中國的鄉村中形成。許多幹
部盡職盡責地執行著不受村民歡迎的政策，但是卻拒絕執行其他那些受村民歡
迎的政策」（http ://www.aisixiang.com/data/39088.html，2019/06/20瀏覽）。
遺憾的是，當類似的事情發生在城市社會或相關機構中時，卻少有人關注和研
究。一方面，人們意識到「懶政」和「免責」普遍存在，但另一方面，這些究
竟會給城市社會，比如像大學這樣的機構，帶來什麼變化，卻顯得比鄉村治理
問題更像是一個禁區。

7 其後，項飈準確地指出法蘭克福學派—這一重要的文化研究源頭—的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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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學術生產的實際狀況—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日益「和諧」

與「共情」，帶來了文化研究在中國語境下的特殊挑戰。

它具體表現為，文化研究進入中國大陸2 0年多來，其挑戰既有學科

邊界的難度，遠沒有在西方學界那麼大。這是因為，將歐美理論及時吸收

進社會人文學科，是中國學界自1980年代以來的傳統。文化研究在中國大

陸的興起，在某種程度上也隸屬於這一傳統。同時，自1977年恢復高考以

來，社會人文學科的歷史積澱本就不足，新的學科系所在社會需求之下不

斷湧現；在大學擁抱市場的過程中，基礎學科又往往被邊緣化。所有這些

都使得既有的社會人文學科的內在理念和價值，遠不是那麼明晰有力。至

此，將一個學科有力統合起來的，與其說是值得捍衛的學科理念與價值，

不如說是由教育部的學科目錄、學術規範、課程考試、學位制度、期刊會

議所構成的一整套學科制度。在此過程中，學界中人往往高度依賴於這一

系列規範化的制度章程來錨定自身的位置。這使得人們對於體制和規範的

敏感性和警惕心持續減弱。 8特別是，在任何情況下，中國學界都有一個

無從反抗的對象—政治審查制度。這一下線的存在，使得其他制度的

「不當」色彩，大大減弱。最終，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社會人文

學科內部相對獨立的自我推進的邏輯，尚未牢固確立便被打翻在地。這些

身形不定的學科，很難成為持續對話的對手。以挑戰既有學科的「頑固不

化」，獲得自身合法性和進步性的文化研究，據此展開演進的動力，也就

格外不足。而體制外社會運動和思想運動的稀缺，又使得文化研究找不到

性：「獨立性確實是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在20世紀初能夠形成法蘭克福學派的
一個重要條件。但是，它的獨立，不是獨立於政治和社會，而是獨立於已經獨
立了的學術界。」見：項飆。2015。〈中國社會科學「知青時代」的終結〉，
《文化縱橫》2015年12月刊。

8 1990年代以來，人們對於體制的感受力和辨別力的下降，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狀
況。究其原因，大概是這樣幾類：其一，自1 9 8 9之後，去歷史化的學校教育
和社會氛圍，使得「政治冷感」成為青年一代的普遍狀態；而現在，這些青年
已經成為社會中堅力量。其二，中國共產黨將自己的定位解釋為「從革命黨向
執政黨的轉變」，其實質是將權力層層包裹在一整套制度程序和治理術之中，
顯得不那麼刺眼。其三，自「中國崛起」以來，黨國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視為政權的合法性依據，這造成了全社會，特別是思想界、知識界，對於「國
家」、「政權」等問題在全球語境下的進一步分歧。這些因素彼此疊加，相互
影響，形成了人們對於「體制」，或熟視無睹，或為之辯護。

做土的問題：文化研究「建制」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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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結盟與對話的對象。9至此，這一前進動力的雙重匱乏，構成了文化

研究在中國大陸持續推進時的特殊困境。

最後，另一個極為重要的現實條件—受教育者，也在發生急速的轉

變。儘管事後的追溯往往將一個學科或流派的確立壯大，功勞歸於少數著

書立作之人，但實際上，那些對未來有著好奇、對現實有著不滿的年輕學

生，他們的生活直感和熱情呼應，對於新的問題領域的形成和學科更新有

著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表面上看，是老師在開闢新的局面，領著學生往

前走；若定睛細看，又何嘗不是學生更本能地呼應著時代的衝擊，以「長

江後浪推前浪」的方式，催促著老師們前行。

然而，對文化研究來說，這樣的「前浪」和「後浪」之間的推動關

係有所改變。作為另類的研究計劃，文化研究從不指望「振臂一呼應者雲

集」，卻也期待偌大的中國社會，總有那麼幾條漏網之魚。可惜的是，在

一個乍看起來多姿多彩，實質上生活的豐富性和可能性急速縮減的社會

里，這樣的期待越來越落空。10 

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不設本科。 11最初的目的，是希望學生經過四年

本科的學習，積累了一定的專業知識之後，再來接受以問題為導向的文化

研究的訓練。但是，在前兩種變化的作用之下，大學本科教學質量嚴重下

9 因為生存環境惡劣，體制內外的機構或團體，實際形成的是一種抱團取暖、交
換資源而非諍友的關係。

10 自晚清以來，中國社會已經養成了將社會希望寄託於青年之上的新習慣。雖「一
代不如一代」是每一代人都會有的感慨，但社會在青年身上看不到希望和熱情
這件事情，既是百多年來頭一遭，也是2 1世紀以來中國社會逐漸富裕之後的
一個新現象。這並非文化研究獨有的困擾，而是整個社會都必須面對的問題。

11 2004年，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成立，當時的設想便是不組建文化研究的學士學
位課程，只提供本科選課。發展到今天，文化研究系提供給學校和學院的本科
選修課程有5–6門。2012年，經教育部審核批准，文化研究成為由上海大學自
主增設的二級學科，獲得碩士和博士的招生資格，並於當年正式招生。迄今為
止，共招收博士生17人（其中外籍3人），碩士生29人（其中外籍1人，非中國
大陸籍1人）。其中，已畢業博士生4人，碩士生16人；博士畢業生多進入大學
或研究機構，碩士畢業生除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的5人外，多為公務員、媒體工作
者和自主創業者。近十年來文化研究系所展開的制度建設和教學實驗的狀況，
可以參考羅小茗在〈作為空間的中國大學：來自文化研究的「課堂」觀察〉
中的記錄和分析，許寶強編著：《批判式教學碰上新世代青年：中港臺教育研
究》，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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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四年的大學教育，既無力為廣大學生提供相對穩定的專業知識，也不

培養他們的好奇心和自主學習的能力。這意味著，一旦進入研究生階段，

若說傳統學科的學生還有可能通過加強專業訓練，依照學術規範，依樣畫

葫蘆地撰寫論文、換取學位的話，考入文化研究的學生則發現，自己所須

面對的挑戰，遠不止於此。這不僅是因為，對文化研究來說，依樣畫葫蘆

的「好事」根本不存在，也是因為，就連閱讀和思考都無法按部就班、照

本宣科，而不得不在隨時隨地的反思中進行。而這恰恰是一路接受著應試

教育的標準答案、習慣了與權威相安無事、事不關己地成長起來的青年，

最感不適之處。面對這樣的挑戰，知識儲備、心理能量和思考能力的不

足，勢必讓他們在前行時產生更多的畏難情緒，更不容易確立起對自己的

信心，更遑論以「後浪」的姿態面對時代了。

至此，中國大陸文化研究和體制發生關聯的現實條件，已經發生了很

大的轉變。如果說，文化研究一路走來，其在英美諸國獲取進步力量的路

徑，在最初的十多年中尚對我們有借鑒意義和實施效果的話，那麼現在，

這一路徑已基本失效。站在反體制立場上的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的「建制問

題」，已經由「是否/如何進入體制」進入到了下一個階段，即如何在上述

現實條件中，重新確認立場，鎖定對手，裝配起文化研究往前發展的新一

輪動力裝置。

二、「文化事實」的累積

不難發現，在這一社會變化的過程中，不管是圍繞大學體制展開的

現實，還是更為廣泛的中國社會狀況，文化研究對於「文化」的強調，不

僅依舊有效，而且越發關鍵。這是因為，這一對「文化」的強調，直接針

對和持續挑戰當前社會體制的運行後果—隨著集權體制－量化經濟－網

路技術的套裝的深入，中國社會失去了整體性地理解、把握和克服危機的

能力。就此而言，深深的無力感越是包圍著人們，將人撕裂為不可對話、

缺乏共識、也無從合作的散兵游勇，將「文化」視為一整套將他們囊括

做土的問題：文化研究「建制」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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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由生產組織、家庭結構、制度結構乃至社會成員之間的溝通形式等

所構成的特殊的生活方式，並對此展開分析，也就越發成為一個社會展開

自我理解，而非將其拱手讓人時不可退讓的據點。對於當下這一種生活方

式，觀察得越仔細，記錄得越清晰，分析得越深入，它在歷史長河中的特

殊和短暫，也就越發顯豁，被其全然控制的無知和恐懼，也就不那麼容易

霸佔人心。

問題在於，面對這樣的現實，文化研究應該展開什麼樣的立足於「文

化」的記錄和分析，方能真正佔據要津、牽制全局？在這裡，文化研究的

方法需要被重新討論。

一直以來，文化研究主張，根據對現實的判斷和對問題的理解來選擇

方法。此處的現實，既非泛泛言之，也不是一般的社會論斷或主流媒體的

話語呈現，而是明確指向以完成漫長的「文化革命」為目標12而被持續捕

捉，以便展開分析、批判、改進和累積的「文化事實」。13這意味著，當

文化研究跟隨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的腳步，將展開

12 雷蒙·威廉斯以「漫長的革命」命名這一文化上的巨變，指出：「如果我們想要
理解理論上的危機，理解我們的真實歷史或是我們目前的現實狀況以及轉變的條
件，那麼就必須始終努力把這個過程當作一個整體來把握，以新的方式視其為一
場漫長的革命。」見：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倪偉譯。2013(1961)。
《漫長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頁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3  在這裡，「文化事實」的命名來自於對涂爾幹(Émile Durkheim, 1858-1917)的
「社會事實」的改造，以區別於未經整理的散落於社會之中的各類現實。社會
學的奠基人之一塗爾幹在《社會學方法的准則》第二版序言中，再次解釋了在
當時引發極大爭議，此後成為社會科學基礎的「社會事實」這一概念。他強
調：「凡是智力不能自然理解的一切認識對象；凡是我們不能以簡單的精神
分析方法形成一個確切概念的東西；凡是精神只有在擺脫自我，通過觀察和
實驗，逐漸由最表面的、最容易看到的標誌轉向不易感知的、最深層的標誌
的條件下才能最終理解的東西，都是物」，而將社會事實視為「物」來展開
研究，承認社會事實的客觀實在性，是其確立自身方法、建立社會學科時最
基本的規則。（凃爾幹：《社會學方法的准則》，商務印書館1 9 9 5年版，第
7頁。）對文化研究來說，塗爾幹面對爭議時特別強調的「社會事實」的整體
性和公共性，是文化研究在確認「文化事實」時無需過多討論的共識。反倒是
將文化的改造過程視為一種需要被物化的對象，重視它的客觀屬性和由此而來
的延續性這一點，需要更多的討論來澄清。然而，自文化轉向以來，建構主義
的思路已經深入人文學科的骨髓。對於「文化事實」的建構過程所具有的客觀
性、物質性和可供檢驗的可能，又往往因為文化研究總拒絕成為一個學科，因
此也不介意其研究對象是否區別於其他學科而具有獨特性，而被大大忽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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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分析的目的確認為促成良性文化的完成之時，如何以文化之名，將那

些隸屬於文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歷史學、人類學或傳播學等等的現

實材料，經由整理、分類和解析，使之成為「文化事實」，由此納入文化

革命的視野？如何確認在這一過程中，被如此分析的「文化事實」，其所

具有的客觀屬性，以及由此而來的延續／斷裂和累積？如何對這一收集、

分析、研究的過程展開檢驗和反思？這些都構成了需要仔細討論的方法上

的問題。因此，就在體制內展開的文化研究的學術工作來說，其步驟勢必

包括：首先是捕捉、辨別和整理一部分的社會現實，將其整理歸納為「文

化事實」，其次是從良性的社會文化生產的角度，就這一部分事實展開分

析和判斷，最後才是據此做出相應的診斷、建議和進一步的理論概括。然

而，就目前中國大陸的文化研究而言，這三個步驟之中，最為薄弱、令人

犯難，也最不被重視、缺乏討論和思考的是第一步。14 

仔細分析的話，文化研究的第一步之所以邁得如此艱難，源於這幾個

方面的因素：

首先，在「中國速度」的指引下，社會空間迅速變遷，網路技術日新

月異，審查制度更是日益苛嚴。所有這些都使得，無論是在實體還是虛擬

空間中，散落各處看似經濟技術實則發揮著重塑心智的文化作用的現實，

其效用越來越強，更新的速度越來越快，而留存的時間越來越短。未經整

理的文化現實的隨時消失，已經成為一種常態。15人們還未來得及從文化的

角度展開甄別和評價，形成「文化事實」，並由此生成「選擇性傳統」，

它們便已經過時和隱形了。16比如，就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進行的「都市

14 粗看之下，這和文化研究最初是以一種西方先進理論的面目進入中國大陸學界
有關，實則不然。真正的問題在於，為什麼中國大陸的文化研究始終盤旋於最
初的階段，而無法進入下一個階段。大學體制固然是其成因之一，但對於方法
討論的匱乏和籠統，卻是文化研究的自我認識的問題。特別是，當這一步—
「文化事實」而非別種類型的現實的捕捉、辨別與整理，實際上是很難通過籠
統地向別的學科—無論是社會學、人類學還是政治經濟學—學習具體的方
法，自動完成時，更是如此。

15 在這裡，還不止是指以「404」的方式大聲宣告的即刻消失，更多的是在人們毫
無意識的情況下的悄然不見，以至於看起來從未存在過。

16 一個現成的例子是微信。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查看它歷年來的版本更新記錄。其
中，引發爭議的更新和它的更新頻次比較起來，數量是極少的。比如，2018年

做土的問題：文化研究「建制」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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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居家生活調查」來說，十多年前在城市中心還隨處可見、到處聳立的

巨幅樓盤廣告，已經銷聲匿跡。日後，人們雖可以從報紙和影視劇里，找

到「居家生活」的興起和成為強勢文化的只言片語，但這一曾大規模覆蓋

城市的文化事實，卻已經被後續的城市空間充分內化和迅速抹除了。17再比

如，1998年被認定為中國大陸網路文學的起點。僅僅20年之後，人們再來

回顧這一歷史時，最大的感嘆便是網路文學作為研究對象，其滅失的速度

何其驚人。18 

顯然，政府部門、資本和媒體對積累和保存曾經發揮過作用的文化

事實，興趣不大。甚至於，他們努力的方向恰好相反，那就是不斷重組現

實，以便讓某一種片刻的文化看起來「永恆」與「唯一」。這種操縱現實

的做法，使得人們活在越來越短促的當下。社會記憶被不斷破壞、拼貼和

重組，只能以一種悠遠的文化懷舊的面目、作為此刻的裝飾品出現，而不

具備與當下這一種現實展開辯駁的能力。19 

其次，對中國大陸文化研究而言，這個文化事實未經整理便過快消

失的問題，一直以這樣的面目出現：對於那些新的社會文化現象，特別是

其中的一大部分都是由主流媒體推到人們眼前的社會熱點，文化研究是否

需要和如何及時關注？予以關注、展開研究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對文化研

究的學徒們來說，這一困擾是非常直接的。一方面，他們的日常生活浸潤

在媒體世界之中，社會熱點往往牽動著他們的興趣。及時思考這些文化現

象，對此發言，是文化研究特別鼓勵的。但另一方面，他們又發現，實際

做的似乎不過是用「文化工業」、「消費社會」、「新自由主義」或其他

對於朋友圈「三天可見」的議論。

17 2019年5月31日，文化研究系「數碼文化與社會」碩士課程的總結討論。
18 見：何平。2 0 1 8。〈行將隱失的證詞〉，《熱風學術（網刊）》2 0 1 8年冬季
刊。顯然，這一出現和消失，不光是狹義的作品內容，也包括它是以何種技術
手段呈現。

19 熟悉網路技術的人也許會說，只要在網路上存在過，那麼就一定可以找到。的
確如此。但問題在於，人們必須先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麼，才能在網路信息的
海洋上較有信心地出發，展開「I T考古」。而這種尋找和重組「文化事實」的
能力，恐怕又是技術無法代替人來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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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學會的理論名詞批評一通，好似一場換湯不換藥的練習。20更經常發生的

事情是，等他們好不容易做了一番研究，覺得可以發聲的時候，社會熱點

早就移到了別處。這樣的經驗，難免讓人感到疑惑和寂寥。

在過去，對於這樣的困擾，通常的回答是，這些五八花門、時時翻新

的文化現象背後，是一整套1990年代後逐漸形成的支配性文化生產機制；通

過對它們的調查和研究，來勾勒這一背後的機制是有意義的。這樣的回答雖

正確，卻回避了文化研究在捕捉和整理文化事實時因速度和標準而遭遇的挑

戰。前者表現為，與文化相關的現實總是消失得過快而文化研究的反應總是

「顯得」過慢，而後者則是，捕捉和記錄的判斷標準，到底由什麼來決定。

實際上，上述困擾蘊含的是在捕捉此起彼伏的文化現實、將其確認為

「文化事實」時的第二重難度，即文化研究是否有自覺和有可能從「理想

的文化」的角度，建立起記錄和判斷現實的相對獨立的節奏和標準？特別

是，當今天的經濟活動大規模以文化之名展開，文化往往被高度擠壓進經

濟和政治的維度之中，難以自成一體的時候，更是如此。而在一個整體把

握能力嚴重受損的社會中，這一難度，無疑是大大增加了。就此而言，一

味向社會學、傳播學或政治經濟學要求方法上的輸入，不僅無助於文化視

角的形成，反而會模糊這一問題，讓其被海量的數據、信息和概念淹沒。

第三重的難度，來自於研究者個人近乎無意識的情緒和態度：對於當

下此刻的現實的不耐煩、輕蔑和逃避。這樣的情緒和態度，恰恰是在第一

部分所討論的現實中逐漸養成的。認為現實糟糕，並有更好的社會狀態可

以追求，是文化研究的起點。但當代中國的社會語境和大學體制顯然以此

為起點，規劃了多條逃逸路線，使得人們從批判現實出發，或通過高深的

理論或通過半古的史料繞道而行，離現實越來越遠。這其中又有幾種不同

的情況。一種是在逃逸路線的映襯之下，認為對於當下的認真刻寫和努力

爭奪，是無意義和不值得做的，「不是學問」。一種是充分認識到當下很

20 《視界》是1990年代末21世紀初在中國大陸推動文化研究的重要刊物。第7輯
中，在發佈一組本科生的文化研究論文的同時，《視界》刊出曠新年對文化研
究的批評文章〈文化研究這件吊帶衫〉，批評文化研究的套路化嚴重。可見，
這個問題從一開始便存在。

做土的問題：文化研究「建制」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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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但因整個教育和學術的訓練都是教人對當下袖手旁觀的，一時之間

也不知道如何著手才好。第三種則介於兩者之間，搖擺不定。

如果上面的分析大體不錯的話，那麼，這些困難實際上也為中國大陸

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些有待確認的共識：

首先，對於文化現實的爭奪、命名和保存，是「文化事實」得以形成

和持續積累的前提，也是文化研究想要在中國現實中確立自身時不可回避

的基本任務之一。這是因為，在當前的社會狀況之下，對於文化事實的整

理、保存和累積的工作，既是文化研究對現實擺開自己的態度，形成言之

有物的批評的基礎，也是其拉開與權力／體制／資本的距離，通過保存不

同的社會記憶和現實類型，形成自己的問題領域和思考節奏的依憑。

其次，進一步的文化研究「建制」工作—從課程設計、教學方法到

評價方式，也應該圍繞加強文化研究爭奪和積累文化事實的能力、建設相

配套的學術平臺而展開。這是新世紀第一個十年之後，將文化研究反體制

的立場，更具體地落實在體制之內需要思考和推進的議題。

最後，對於運用當前的學術體制培養什麼人的設想，也由此進一步明

確。那就是通過聚焦於上面這一基本任務，吸引不知道怎麼辦和仍在猶豫

的後兩種人，更踴躍地加入到對文化事實的刻寫和保存之中。而這一對人

的培養，顯然不限於為大學體制輸送教師，也包括在各類文化事業之中、

同時參與此項任務的畢業生。

可以說，越是意識到在當代中國最終騰挪定義「文化」的權力之手，

越是充分理解到左右著上述難度的決定性力量，就不難得出這樣的推論：

真正需要嚴肅思考、認真籌措的，是正視上面這些困難，為文化研究開足

馬力捕捉、定義和整理「文化事實」，制定更加實際的戰法。

三、「考現」的共識與方法

以上述任務來打量既有的中國大陸的文化研究，特別是上海大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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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系的工作，便會發現這樣兩個不足。

首先，全系上下，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其展開學術研究、理解資

料的方式，仍是頗為個人的和「學術」的，或者說是遵從既有的學術規範

的。儘管文化研究從不看重數量，也不對核心期刊另眼相待，但這兩點

「否認」，只是對既有的糟糕制度做減法，21而非「別立新宗」。雖然我

們有當代文化研究網和《熱風學術（網刊）》，來發佈和保存所有無法被

「知網」化的論文與文章，但其取捨的標準，仍不脫學術觀點或批評意見

的範圍，而不涉及對於文化事實的記錄、保存和積累。對於已經展開了研

究的文化事實的保存、公開和共享，更是闕如。

仍以之前的「都市青年居家生活調查」為例。此項研究的最終結果，

是發佈論文和出版一份十萬字左右的研究報告，供相關的研究者和有興趣

的人閱讀。雖然研究是在拍攝大量的實地照片、大規模收集住房廣告和相

關政策、整理近1000人的問卷數據和20多組訪談的基礎上，得出上述報告

和結論，卻從未想過應該將這部分的文化事實的資料，充分檔案化、數據

化，從而保存、分享，供後來這一問題領域的研究者使用。22而這項研究所

針對的文化事實的不保存／不公開，將導致兩個後果。一是研究觀點，特

別是對於現實的歸類和看法，變得難以檢驗和接續。二是，這樣一來，由

這項研究努力開闢出來的新的問題領域，也就很難有真正的積累和認真的

推進。

實際上，對於這一點更有直覺的，反而是學生們。回想起來，在碩士

學位論文中，各類現場照片、網路截圖、數據地圖，作為可視化的證據，

越來越多地出現。但作為證據進入論文，最終進入「中國知網」的畢竟是

21 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又何嘗不是對於此刻當下的不耐煩、輕蔑與逃避的一種表
現。這種態度常常表現為對於制度的單純的否定或「回避」，而非更積極地反
其道而行之的建設。這也許是因為，在這個體制內浸泡得越久，人們就越容易
把單純的否定想象成一種建設。

22 這當然可以說是從中國現當代文學轉移到文化研究之中時，研究方法的慣性所
致—現當代文學雖有版本學，但沒有如此迫切地保留「文化事實」的問題。
但如果仔細推究的話，又何嘗不是對於當下的傲慢和對於「觀點」的過於看重
所導致的文化研究方法上的盲點。

做土的問題：文化研究「建制」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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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如何讓大量的在調查和研究過程中被辨別出來的「文化事實」——

它們顯然經過了從文化的角度展開的初步分類、整理和加工，得到更加系

統的保存和分享，成為一種有意義的累積和貢獻，如何呈現使之得供後來

者檢驗、思考和接續，則是文化研究需要進一步考慮的問題。

其次，文化研究在學術評價方式上，過於看重對現實的看法或創見，

卻對分類保存和積累文化事實這一部分的工作的意義認識不足。就對於創

新的偏愛而言，文化研究和當代學術體制乃至整個中國社會，基本同構。

在這樣一種評價方式之下，文化研究的學術工作，變得神秘起來，而非與

現實展開短兵相接的、非常實際的勞動過程。但實際上，離開了第一步的

文化研究，不可能有什麼真正的創造。唯有真切地認識到什麼是「舊」，

方有可能準確地把握到與之相對的「新」。在教學和指導論文寫作的過程

中，這種評價方式上的厚此薄彼，則更直接地表現為，學生們寧願躲在圖

書館裡讀理論，也不願意展開實際的調查研究；又或者，明明做了很多實

際的調查研究，卻因感覺不到它有價值而更加焦慮。這當然是因為整個學

術體制都在暗示他們，前者才是更重要的。但同樣也是因為，明知如此，

文化研究卻沒有更明確地修正這一評價方式，也沒有給出更切實的行動方

向。

好在只要意識到這兩點不足，對文化研究有利的現實條件和相應的改

進措施，也就有可能隨之湧現。

最基本的一點便是，今天的年輕人對於網路技術的親近感、接受和學

習能力，遠遠高於非網路原住民的前輩。無論是利用網路上大量的免費軟

件和小程序，分析網路直播和彈幕評論，還是將其運用到實體空間之中，

對於文化事實做數據記錄、分類和保存，都是他們擅長的部分。如果能夠

在文化研究的課程設置和講授上，打破「文科生可以不懂技術也不需要掌

握新的網路技能」這一類的惰性觀點，鼓勵他們這一方面才能的學習和發

揮，那麼，他們對新事物和新現象的熱情，不僅有了用武之地，由此而來

的獨特能量也將被大大激發出來。

第二，充分利用既有的學科制度，改變文化研究對於學位論文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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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評價方式。也就是說，不僅要在課程設置中加入對於如何收集、保存

「文化事實」的技術、方法的學習和討論，教學相長，更要在學術論文的

寫作中予以明確的要求，確保它的完成和呈現。這意味著，文化研究的

學術論文將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研究對象的相關資料的數據化和檔案

化，從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對於其所研究的「文化事實」的分類整理和理解

思路，另一部分才是基於這些資料的後續分析和深入思考。

第三，對於後一部分的論文，「中國知網」會予以保存， 23教育部會

加強抽檢。而對於前一部分的論文，文化研究則鼓勵在當代文化研究網上

以公開或半公開的方式予以保存和分享，以留待後來的研究者們使用、檢

驗、比較和更新。

如果上面這些有利條件可以被充分運用，相關措施可以真正落實的

話，那麼，將可能進一步改善文化研究在當代中國的現實處境。

這首先是因為，隨著文化研究內部評價方式的改變，將文化事實充

分數據化和檔案化的能力，實際上構成了青年一代獨特的「後浪」優勢。

就各色文化現實展開的將其更好地分類、保存和分析的學習過程，使得他

們可以和老師之間形成真正的對話關係，而非一邊倒的「受訓」。以檔案

化、數據化的最新技術為媒介，以文化事實的保存為目標，代際之間、同

儕之間相對良性的彼此對話和挑戰的模式，有可能逐漸形成。

其次，當這一文化事實的保存和積累得以展開的時候，文化研究也就

獲得了新的動力裝置。在這一動力裝置中，它的對手是任意展布著現實的

權力，它的研究對象，是在這一任意展布的過程中，不斷變化和形塑人們

的心智結構的文化事實與權力邏輯。它得以前進的方式，是對於這一持續

變化的對象孜孜不倦地保存、分析、分享、檢驗和更新，從而為獲取整體

23 因寫作本文的需要，我在知網上查詢了本系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的收錄狀況，
意外地發現，知網對此的收錄似乎並沒有什麼規律可循。箇中原因不得而知，
但並非文化研究系所有的研究生論文都可以在知網上搜索和下載到，卻是可以
肯定的。而從研究生教務部門得到的回答，則是他們也沒有文化研究系所有研
究生畢業論文的名單可供查詢。至此，雖然本系的歷史並不長，但這一部分的
資料和信息，卻已經開始消失了。

做土的問題：文化研究「建制」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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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把握和理解能力做積極和沉著的準備。通過這一裝置，文化研究者們

的努力，在被「中國知網」和大學評鑒體制分解成一篇又一篇僅以引用率

串聯起來的學術論文的同時，也將高度聚焦於對文化事實的集體保存、積

累、思考和建設之中。

最後，當這樣一個文化事實的保存、積累和分享平台開始出現的時

候，圍繞這一目標和理念的學術共同體的形成，也將變得更有可能。這是

因為，這樣的保存、累積和分享，既無法靠個人，也無法僅靠一個系所單

槍匹馬地完成，而是需要說服、吸引、帶動有著相當共識、願意以相類似

的方法展開學術操作和知識共享的人們協力完成。這一共同體的初步目

標，便是分辨和積累當代中國的文化事實，使它以相對完整的面目得以保

存，作為此後人們對這一時期的文化類型和功過是非，展開比較、評價、

反思和批判的檔案依據。而一旦如此，那麼這部分工作的是非曲直、功過

好壞，也就擺脫了當代大學限時限刻的評鑒標準，擁有了自己的歷史坐

標。相信這一點，對於很多學術中人，會有不小的吸引力。

也許有人會說，這不就是把研究資料以數字化的方式公開出來，根本

不是什麼新玩意。的確如此。早就有人將自己的研究和所有的資料搬上網

站，實現共享。不過，這些做法往往被視為研究者的個人興趣和方法，而

非文化研究發展的整體方向。而這也是把這樣的步驟，作為文化研究「建

制」來談論和推動的意義所在。也許有人會說，把文化研究定位於對「文

化事實」的蒐集、整理和積累的工作，這樣的定位和期待太過悲觀，竟好

像是在做最壞的打算。的確如此。好在這個時代，最不缺的就是悲觀。我

們卻也希望，上述思考可以讓今天的悲觀適得其所，實現它們的價值。

還記得，初入文化研究的天地，我曾把它想象成一場整裝待發的華山

論劍。後來才慢慢發現，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華山。於是，便常常想起文

章開頭所引的魯迅的這段話，覺得文化研究需要的，不是不斷立志發願，

出發去不存在的華山，而是大家一起，就地來做土的沉著和耐心。在那段

文字的後面，魯迅接著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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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有報酬，譬如好花從泥土里出來，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賞
鑒，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賞鑒，正不必花卉自身，這才心曠神怡
的—假如當作泥土也有靈魂的說。

做土的問題：文化研究「建制」在上海


